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 期 

第 75-93 頁  2000 年 11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吐魯番墓葬文物所見社會文化現象 

 

林聰明* 

 

摘  要 

吐魯番阿斯塔那與哈拉和卓兩處墓葬區，出土豐富的文物，包含文書、墓志、

紡織品、木雕及陶器等，反映了當時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思想意識和經濟型態，

可據以考知古代新疆地區漢胡交融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絲路貿易的繁榮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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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漢代絲綢之路開通以後，總體而言，河西地區1正是由中國前往中亞、歐

洲的重要通道。而吐魯番地區2，位處新疆東部，乃是從河西走廊前往西域的門

戶，居東西交通樞紐，古來即為新疆的重要軍事、政治、文化及經濟中心所在。 
吐魯番地區先後經過車師人、漢族人、維吾爾族人等族群的開發建設，自古

以來有過不同的稱呼，像「姑師」、「車師」、「高昌」、「西州」、「火州」、「吐魯番」

等。在歷史上，城郭之國的「車師王國」，以及後來的地方政權，如「高昌王國」、

「高昌回鶻王國」，經常與中原保持密切聯繫。 
由於歷代吐魯番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活動相當頻繁，不論官吏、行商、

軍民各階層，往來的人數眾多，因此遺留了豐富的文物。二十世紀初葉起，此一

地區歷經考古發掘，出土了數量眾多、內容繁雜的古代文獻，大別之，有高昌古

代城址3、墓葬遺跡4、出土文物5、石窟藝術6等四類，證明其發展的歷史相當悠

久。這些歷代文物的發現與整裡，使得中古時期中國西北的歷史、政治、軍事、

法律、經濟、宗教、藝術、教育，以及社會風俗習慣等方面的研究，開拓了新領

域。 
單就吐魯番墓葬區而言，大多分佈在高昌故城北邊的阿斯塔那和哈拉和卓兩

地，以及交河故城附近7。墓葬的形制，則因時代不同而有差異，隨葬器物亦不

盡相同8。經過三次較大規模的發掘9，出土大量十六國至唐代中期文物，包括文

                                                 
1 河西地區的範圍，或泛指甘肅、寧夏、青海一帶，或指河西走廊與湟水流域，但兩者皆在黃河

以西之地，此即「河西」一詞的由來。 
2 吐魯番地區包括今新疆吐魯番市、鄯善縣和托克遜縣。 
3 吐魯番的古代城址，以麴氏高昌王國時期為最多。據《舊唐書．高昌傳》所載，侯君集滅高昌，

「下共有三郡五縣二十二城」,，已可見其繁盛。依據近代考古調查，唐太宗貞觀年間滅高昌

時，實際有四郡十三縣九城，另加王都，共計二十七城。 
4 吐魯番地區存留大量的墓葬，歷年來經中外考古學者發掘的不下五百座，其時代包含自晉至

唐，連貫五、六百年。 
5 吐魯番墓葬內出土的文物，數量龐大，種類多端，約而言之，可分為隨葬器物與寫本文書二大

類。隨葬的器物多數為陶器和木器，係日用品類，有些則為僅具形式的明器；另有墓磚、金銀

幣、紙製品、紡織品等。寫本文書的種類有二：一為隨葬衣物疏，一為殉葬紙製品。 
6 石窟寺院為佛教徒修身養性、坐禪修練的場所。據《魏書．高昌傳》，一直到回鶻高昌時期，

佛教依然盛行於高昌地區，故吐魯番盆地成為西北石窟寺院的重要集中地，主要有柏孜克里克

千佛洞、吐峪溝千佛洞、勝金口千佛洞及雅爾湖石窟寺院等。 
7 參見〈新疆吐魯番阿斯塔那北區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60 年 6 期；〈吐魯番縣阿斯塔那－

哈拉和卓古墓群清理簡報〉，《文物》1972 年 1 期、1973 年 10 期；〈1973 年吐魯番阿斯塔那古

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75 年 7 期；〈吐魯番哈拉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78 年 6
期。 

8 大型墓通常前有斜坡墓道，隨葬物有各類木器、陶器、絲織品、錢幣等；小型墓都是豎穴，隨

葬物不多。 
9 吐魯番墓葬區的發掘，首次為 1911 年至 1922 年，日本大谷探檢隊在阿斯塔那和哈拉和卓兩個

古墓區，進行發掘工作。第二次為 1915 年，英國斯坦因在阿斯塔那發掘數十座墓葬。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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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墓志、紡織品、木雕及陶器等。 
吐魯番墓葬文物雖然是供喪葬之用，實為當時日常生活方式、思想意識與經

濟型態的反映。本文根據這些墓葬文物的內容及其性質，略分「祈求冥福的厚葬

觀念」、「墓葬流行彩繪壁畫」、「貴族墓葬有隨葬俑」、「伏羲女媧的崇拜信仰」、「儒

釋道思想深植民間」等五項，試加考論古代新疆地區的一些社會文化現象。 

貳、祈求冥福的厚葬觀念 

一般而言，死者的隨葬物，乃是生前所用的衣服器物等日常生活用品。但吐

魯番地區，自晉、十六國高昌郡時期，以至北魏、唐朝高昌王國時期的墓葬，隨

葬物品中卻有大量的紙製服飾，如帽帶、鞋子、枕衾、物襯等，還有一些俑的構

件，這些東西乃是利用當時廢棄不用的公私文書，裁剪黏合而做成，故物品上面

存留有大量書寫的文字，其內容龐雜多端，乃是重要的歷史文化資料10。 
儘管現實人生中，多有苦難貧困，但「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希望死後能享

受財富，過著安定的生活，則為人之常情。不論是吐魯番的貴族墓葬物，或是平

民墓葬中的文字記述內容，都充分反映祈求冥福的厚葬觀念。 

一、隨葬品反映厚葬觀念 

古代原本依亡者的尊卑貴賤，制定喪禮的隆重或簡單之別，不可僭越。但古

人認為，不論富貴或貧賤，死後進入另一個世界，都還是像在生時一樣的生活，

因此有了在墓葬放置死者明器及玩好物的習俗。《儀禮》中記載有隨葬物品清單

的「遣策」11，漢墓也出土此類資料12；而《漢書》卷 92〈游俠列傳．原涉傳〉

中，更記述了原涉為人治喪時，「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的

殮葬內容。 
隨葬之物除了為亡者準備大量生活用品、糧食、錢幣之外，尚有象徵性的明

器，以及描述日常起居的壁畫等裝飾藝術，厚葬的風氣因之而起。歷代帝王修築

陵墓之舉，最足為厚葬之例；而達官顯要、富賈大商，爭相效行，自不意外。 

                                                                                                                                            
這兩次的發掘，雖然獲得不少墓表與文書，卻因時間較短，發掘工作並不徹底。第三次為 1959
年至 1975 年，新疆考古學家配合吐魯番盆地的農田水利建設，在阿斯塔那和哈拉和卓先後進

行十三次的發掘，所獲得的文物最為豐碩。 
10
許多吐魯番文書的內容，包括契券、啟狀、籍簿、條記、帳單、寺院文書、隨葬衣物疏、譜牒

等，是研究高昌王朝歷史文化的重要文字資料。有些涉及高昌郡的職官建置、掾屬、公文制度、

科舉、兵制，及徵發賦稅、勞役的情況。有些是西州都督府所轄各級軍政機關的公文檔案，主

要內容為唐朝在全國頒布的制度和實施情況，有關租庸調、府兵、屯田、司法、市易、過所等

各方面的原始記錄。另一部分則是民間各類借貸、僱工、買賣田地等方面的契約。 
11
《儀禮．既夕禮》：「書遣於策。」《疏》：「遣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贈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

故書之於策。」 
12
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有西漢前期的「遣策」，湖北江陵鳳凰山 167 號漢墓與江西南昌東吳高榮

墓，也都出土有遣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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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已經興起崇尚奢靡的墓葬風氣，唐代國勢強盛，社會安定，厚葬之風盛

行於各個階層，在《唐書》中不乏其例13。有些人甚至過度奢侈，逾越朝廷規定，

帝王不得不下詔誡止14。影響所及，庶民也有厚葬的觀念，竭誠表現哀悼先人之

情，當然，也可藉此博得鄉里的美譽。以故官府雖曾下令禁止，並奏報朝廷15，

仍然無法遏止此風。 
吐魯番不少墓葬出土有豐富的隨葬品，以及精美的壁畫裝飾，甚至「隨葬衣

物疏」16，早先只是做為記載隨葬物品之用，後來發展成具有祈求冥福的意義在

內。葬疏所記載的內容，與隨葬器物的實際數量和名目，未必一致，甚且相當誇

張，這一點最能反映當時的厚葬觀念。 
從吐魯番墓葬文物的豐盛多姿，可證厚葬的社會習俗，實為人類共性的表

現，不僅流行於物質條件較優厚的中原，也風行於生活條件較差的新疆邊遠地區。 

二、死者在冥間仍可享受物質財富 

「隨葬衣物疏」所記述的內容，包含絲、麻、棉等紡織物，以及金銀錢財、

奴婢、牛、馬、驢、兔、狐毛、明鹽等貴重物與日用品，這些乃是當時社會財富

與地位的象徵。但許多葬疏所記載的物品，都不是真實數目，而是虛擬的數量。

例如「兔豪（毫）萬束、黃金千兩」17；「黃今（金）千斤、白銀百斤、細綿（錦）

百張、錢財萬匹」18等，這些都是做為供奉死者豐厚葬品的象徵。又如記載陪葬

的紡織物，更往往說是千丈、萬丈、十萬丈、百萬丈、千萬丈，寓有千千萬萬之

意；甚且有所謂「攀天絲萬萬九千丈」19者，「攀天」指通往天國，而「萬萬九

千丈」，為到達天國的距離。死者家屬希望藉此類物品，牽引死者登天，使其享

受天國的快樂。 

                                                 
13
《新唐書》卷 113〈唐臨傳〉附〈唐紹傳〉：「比群臣務厚葬，以俑人象驂，眩耀相矜，下逮眾

庶，流宕成俗。」 
14
《舊唐書》卷 5〈高宗紀下〉：「上詔雍州長史李義玄曰：朕思還淳返朴，示天下以質素。…其

紫服赤衣，閭閻公然服用；兼商賈富人，厚葬越禮，卿可嚴加捉搦，勿使更然。」又《舊唐書》

卷 8〈玄宗紀上〉：「（開元二年）制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為誡，以其無益亡者，有損生業故

也。近代以來，共行奢靡，遞相仿傚，浸成風俗。既竭家產，多至凋弊。」 
15
《唐會要》卷 38〈葬〉「長慶三年十二月」：「浙西觀察使李德裕奏：緣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

設祭奠，兼置音樂等。閭里編甿，罕知報義，生無孝養可紀，歿以厚葬相矜，喪葬僭差，祭奠

奢靡，仍以音樂送其榮終。或結社相資，或息利自辦，生業以之皆空，習以為常，不敢自廢，

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並不許以金銀錦繡為飾，及陳設音樂。其葬物涉於僭

越者，勒禁。」 
16
「隨葬衣物疏」乃是將死者的隨葬物品，例如穿戴於身上的衣物、生前的日用品，或象徵性的

明器等，加以記錄下來，放置在墓葬中的清單。吐魯番文書中，約有五十多件隨葬衣物疏。 
17
見阿斯塔那 1 號墓〈西涼建初十四年韓渠妻隨葬衣物疏〉。 

18
見阿斯塔那 524 號墓〈高昌章和五年令狐孝忠妻隨葬衣物疏〉。 

19
見阿斯塔那 170 號墓〈高昌章和十三年孝姿隨葬衣物疏〉，又同墓〈高昌章和十八年光妃隨葬

衣物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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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者在冥間也需獲得律法保護 

「隨葬衣物疏」的疏文中，經常聲明隨葬衣物乃是墓主所有，別人不得冒名

認領取用，否則將提出訴訟20。為了確保葬品不被盜用，故疏文記有「請書人」
21與「時見人」22，作為見證者，基本上和一般契約文書（如借貸、買賣、租賃）

相同，然二者之間仍有差異。 
一般契約文書所記的「請書人」與「時見人」，乃是締約雙方的中間人及證

明人，具有法律效力，故均為真實的人物姓名。而「隨葬衣物疏」所記錄者，乃

是死者的財物，為了防止在通往冥間的路上，被人扣留或冒領；若遭冒領，訴訟

時需有人做證，故亦有「請書人」及「時見人」。但因葬物乃是供死者在冥間享

用，則偷盜者當非陽世之人，應是冥世的鬼怪幽靈，故相關的「請書人」和「時

見人」，不應是陽世之人。例如早期葬疏的「時見人」，為道教的護衛之神「青龍、

白虎、朱雀、玄武」四靈23；而後期葬疏的「請書人」與「時見人」，雖然改為

一般的人名，卻具有特定的名稱，顯現出固定的模式： 
1.葬疏中的「請書人」姓名 

有「李堅固」24、「里堅固」25、「史堅故」26、「李定度」27、「李定杜」28、「張

堅固」29、「張堅古」30、「張堅故」31等名。 
（2）葬疏中的「時見人」姓名 

有「張堅固」32、「張定度」33、「張定杜」34、「張定土」35、「李定度」36、

                                                 
20
哈拉和卓 99 號墓〈建平六年張世容隨葬衣物疏〉：「右條衣裳雜物，悉張世容隨身所有，若有

人仞（認）名，詣大平事訟了。」 
21
「請書人」亦作「倩書人」，指文書的書寫或起草人。 

22
「時見人」亦作「時人」，即指見證人。 

23
阿斯塔那 2 號墓〈北涼緣禾六年翟万隨葬衣物疏〉：「時見左清（青）龍、右白虎、前朱雀、后

玄武。」他如阿斯塔那 1 號墓〈西涼建初十四年韓渠妻隨葬衣物疏〉亦然。 
24
「李堅固」之名，見於（1）阿斯塔那 303 號墓〈高昌缺名隨葬衣物疏〉：「請書李堅固」；（2）
阿斯塔那 310 號墓〈高昌缺名隨葬衣物疏〉：「倩書李堅固」。 

25
「里堅固」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302 號墓〈高昌缺名（女）隨葬衣物疏〉：「倩書里堅固」。 

26
「史堅故」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335 號墓〈高昌延昌三十二年缺名隨葬衣物疏〉：「清（倩）書

史堅故」。 
27
「李定度」之名，見於哈拉和卓 38 號墓〈高昌延昌三十二年氾崇鹿隨葬衣物疏〉：「倩書李定

度」。 
28
「李定杜」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15 號墓〈唐代唐幢海隨葬衣物疏〉：「倩書李定杜」。 

29
「張堅固」之名，見於（1）阿斯塔那 31 號墓〈高昌重光元年信女某甲隨葬衣物疏〉：「倩［書］

張堅固」；（2）阿斯塔那 173 號墓〈高昌延壽十年元兒隨葬衣物疏〉：「倩書張堅固」。 
30
「張堅古」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23 號墓〈高昌延和四年某甲隨葬衣物疏〉：「請書張堅古」。 

31
「張堅故」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42 號墓〈唐缺名隨葬衣物疏〉：「張堅故」。 

32
「張堅固」之名，見於（1）阿斯塔那 170 號墓〈高昌章和十三年孝姿隨葬衣物疏〉：「時人張

堅固」；（2）阿斯塔那 170 號墓〈高昌章和十八年光妃隨葬衣物疏〉：「時人張堅固」；（3）阿斯

塔那 170 號墓〈高昌延昌二年長史孝寅隨葬衣物疏〉：「時人張堅固」；（4）阿斯塔那 88 號墓〈高

昌延昌七年牛辰英隨葬衣物疏〉：「時人張堅固」；（5）阿斯塔那 169 號墓〈高昌延昌四年張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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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定杜」37、「李定土」38、「利堅固」39、「律定度」40等名。 
我們從中可以歸納出幾個固定的名稱，如「堅固」、「堅故」、「堅古」、「定度」、

「定杜」、「定土」等，這些名字在不同年代的「隨葬衣物疏」中屢屢出現。他們

代表什麼身份？學者的看法並不一致：有以為是「迷信文字上習見的神仙名字」
41，有認為「把堅固、定土等名字理解為牢固、長期定居、永久享有的代名詞，

亦非不可。」42也有認為是虛擬的人，具有「人類為神作證的深刻含意」，表明

人神相通的道理43。 
筆者以為這些名字應是虛擬的。由於「隨葬衣物疏」的書寫大抵有固定格式，

內容用語也多相互沿襲，「堅固」、「定度」之名，重見於許多葬疏中，可證乃是

以「堅」、「定」二字為基礎，其下加「固」（其他的故、古，當為音近通用俗字）

或「度」（其他的杜、土，當為音近通用俗字），組成「堅固」或「定度」的名稱。

既然葬疏是人間死者所用，若有人冒領，依據現世的社會制度，必須像人間一樣，

由律法仲裁，「請書人」、「時見人」便是證明陪葬財物為死者所有之人。故這類

命名，或可視為求其合於人世間律法堅定不移，衡度是非，公正無私的功用。其

中，尤以「律定度」一名，最能明確表達此意。據此可以明顯看出，這些皆應為

虛擬之名，全屬傳聞的俗稱。 

參、墓葬流行彩繪壁畫 

人在死亡後，入葬於墓室。在墓室內圖繪壁畫，乃是藉著美麗的彩繪，象徵

                                                                                                                                            
章隨葬衣物疏〉：「時人張堅固」；（6）哈拉和卓 38 號墓〈高昌延昌三十二年氾崇鹿隨葬衣物疏〉：

「時見張堅固」；（7）阿斯塔那 15 號墓〈唐代唐幢海隨葬衣物疏〉：「時見張堅固」；（8）阿斯

塔那 151 號墓〈高昌重光元年氾法濟隨葬衣物疏〉：「時見張堅固」。 
33
「張定度」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313 號墓〈高昌缺名隨葬衣物疏〉：「時見張定度」。 

34
「張定杜」之名，見於（1）阿斯塔那 303 號墓〈高昌缺名隨葬衣物疏〉：「時見張定杜」；（2） 
阿斯塔那 335 號墓〈高昌延昌三十二年缺名隨葬衣物疏〉：「□□張定杜」。 

35
「張定土」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313 號墓〈高昌章和十八年缺名隨葬衣物疏〉：「□見張定土」。 

36
「李定度」之名，見於（1）阿斯塔那 170 號墓〈高昌章和十三年孝姿隨葬衣物疏〉：「時人…

李定度」；（2）阿斯塔那 170 號墓〈高昌章和十八年光妃隨葬衣物疏〉：「時人…李定度」；（3）
阿斯塔那 169 號墓〈高昌延昌四年張孝章隨葬衣物疏〉：「時人…李定度」。 

37
「李定杜」之名，見於（1）阿斯塔那 333 號墓〈高昌延和四年宜□隨葬衣物疏〉：「□見李定

杜」；（2）阿斯塔那 31 號墓〈高昌重光元年信女某甲隨葬衣物疏〉：「時見李定杜」；（3）阿斯

塔那 42 號墓〈唐缺名隨葬衣物疏〉：「李定杜」。 
38
「李定土」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173 號墓〈高昌延壽十年元兒隨葬衣物疏〉：「時見李定土」。 

39
「利堅固」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313 號墓〈高昌章和十八年缺名隨葬衣物疏〉：「□見…利堅固」。 

40
「律定度」之名，見於阿斯塔那 23 號墓〈高昌延和四年某甲隨葬衣物疏〉：「時見律定度」。 

41
參見馬雍〈吐魯番的白雀元年衣物疏〉，《文物》1973 年 10 期。 

42
參見鄭學檬〈吐魯番出土文書隨葬衣物疏初探〉，《敦煌吐魯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廈門大學

出版社，1986 年。 
43
參見孟憲實〈吐魯番出土隨葬衣物疏的性質及其相關問題〉，《吐魯番學研究專輯》，敦煌吐魯

番學新疆研究資料中心編，19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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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能夠繼續享受在世時的人生樂趣。墓室圖繪壁畫的起源，可推溯至漢代44。 
漢魏時期墓室彩繪壁畫的題材，有車騎出行、燕居、庖廚、宴飲、樂舞百戲；

有農耕、桑園、放牧、射獵、手工作坊等；也有東王公、西王母、伏羲、女媧之

類的神仙；此外，還有日、月、星宿、雲氣和祥瑞圖。有的壁畫表現墓主的身份

及其在世的生活，有的描述莊園生產情形，有的敘說神話傳說。中原這些墓室畫

的題材和構圖形式，對吐魯番地區十六國時期的墓葬畫產生深遠的影響。 
吐魯番盆地的阿斯塔那及哈拉和卓兩處古墓地中，屬於十六國時期的墓葬，

出土不少壁畫，為中古時期西北社會生活及墓葬文化的研究，提供了重要資料。

這些壁畫多數屬於高昌回鶻時期，其次是唐代，僅有少數是較早期的高昌國或高

昌郡時代。 
壁畫的題材，通常在表現墓主的生活情況。主圖繪墓主夫婦並坐，輔圖大多

繪庖廚、農田、果園、車馬、樂舞、日月等；墓門兩側則繪鎮墓獸。而壁畫所繪

的奴婢、器物、牛車和鞍馬等，在墓中大都有相應的隨葬品。可見當時的墓葬壁

畫，乃是配合墓內隨葬品，表現墓葬主人生前的生活狀況。 
吐魯番的墓葬壁畫，大都是在圖畫四周加上邊匡的條屏形式。以阿斯塔那

38 號唐代墓室的壁畫為例，其上畫有屏風六條人物故事，正是中原地區屏風畫

的風格45。其故事內容，據學者考釋46，第一屏畫一人手中持著一疊竹扇，正和

一位風神瀟灑的人在柳下問答，頗似王羲之在扇面上寫字的故事47；第二屏畫一

人坐在博戲的「雙陸棋」旁邊，一手握槊（雙陸棋子），一手彷彿在指畫陳說。

後立二人，一為宮裝少女，另一為宮廷侍者，與狄仁傑握槊進諫武后的故事相合
48；第三屏畫一個士大夫坐在圍棋盤邊，有侍從兩人，疑是東晉謝安轉棋故事49；

第四屏畫一人手持卷軸，正與另一人共同欣賞討論，頗似蕭翼賺〈蘭亭〉的故事

                                                 
44
《後漢書．趙岐傳》：「年九十餘，建安六年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

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唐張彥遠《歷代名畫記》亦載此事。這是漢代趙岐

在生之時，預先營造做為塚壙之用的「壽藏」，內中畫四個歷史人物故事之例。 
45
屏風畫約興起於三國時代，流行於魏、晉、南北朝、隋、唐諸朝。其故事內容，常畫竹林七賢，

後來也畫當時名士，如王羲之、支道林、許玄度等，圖繪中有琴、棋、書、畫，表現魏晉六朝

士大夫的生活風習。 
46
參見常任俠〈新疆吐魯番唐墓壁畫內容初探〉，《1983 年全國敦煌學術討論會文集》「石窟藝術  
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年。 

47
王羲之的書法，在晉代已經頗負盛名。唐張彥遠《法書要錄》中，記載羲之罷會稽，住戢山下，

一老嫗捉十許六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值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嫗大悵惋云：「舉

家朝餐，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索一面，入市，市人竟市去。

嫗復以十數扇來請。 
48
唐李肇《國史補》卷下：「今之博戲，有長行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擲來之

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架，變於雙陸。天后夢雙陸而不勝，召狄梁公說之。梁公對曰:宮中無子

之象是也。」此故事亦載於歐陽修《新唐書‧狄仁傑傳》。 
49
東晉時，渡江名士頗多嗜好棋藝。《世說新語‧雅量》記載謝安故事云：「謝公與人圍棋，俄而

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利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

舉止，不異於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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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第五屏畫一人臂上立有一鷹，正是唐代富貴人士的嗜好。當時詩人和畫家對

鷹鶻多有歌詠描繪51，這幅畫正是當時上層社會人士遊樂生活的寫照。第六屏畫

一士大夫對著站立的青年講話，可視為《世說新語》所載謝安與晚輩講論文義的

故事52，或是謝安經常以儀範教兒的故事53。這些屏風畫的內容，充分顯現出中

原的文化背景。 

肆、貴族墓葬有隨葬俑 

「俑」早先係指偶人，為用以代替活人殉葬的隨葬明器。後來凡古墓內隨葬

的各種人、動物及相關器物模型，如牛車、庖廚用具等，也通稱為「俑」。這種

代替真人和實物殉葬的模擬品，肇始於商周，而先秦古籍中，記載孔子在議論喪

葬制度時，經常提及「俑」54，可見春秋時期，已經流行將俑作為明器。秦漢以

後，則普遍見於墓葬中。因此，俑乃是研究古代葬俗、服飾，以及社會關係的第

一手資料。 
墳墓是否有隨葬俑，以及隨葬俑的組合、數量，皆與當時的社會狀況、葬俗，

以及墓主的身份有密切關係，通常權勢財富愈高者，隨葬俑的規模也愈大55。 
吐魯番地區自晉代之後，興起隨葬俑的喪葬習俗。十六國時期，出土木俑的

墓室，許多皆繪有壁畫，隨葬木器也較多；此外還有絲織品、銀器和漆器，以及

文書等等，文書內容大都與官府和財產有關。此種現象表明有隨葬俑者，通常非

一般百姓身份，而是貴族的墓葬。 
唐代西州時期，墓中隨葬品較為豐富，有不少精美的絲織品、壁畫、絹畫等，

而隨葬俑也有不少類型，如儀仗俑、文官俑、騎俑和戲弄俑等，通常也不見於一

般中小墓葬，而見於象徵王侯貴族的墓葬中，代表當時貴族的喪葬習俗。 
                                                 

50
蕭翼善於圍棋撫琴、投槊（雙陸），談說文史，辯才吟詠。唐張彥遠《法書要錄》卷 3 有〈唐

何延之蘭亭記〉，敘述蕭翼賺〈蘭亭〉事。這個題材常出現在唐五代畫中，如張彥遠《歷代名

畫記》卷 6 記有「史藝畫王蘭之像」，郭若虛《圖畫見聞志》卷 1 有唐末「支仲元〈蕭翼賺蘭

亭圖〉」之語，卷 3 有「顧德謙畫，呂文靖家有〈蕭翼論蘭亭橫卷〉，青錦標飾，碾玉軸頭，實

江南之舊物。窺其風格，可知非謬」等語。 
51
鷹犬為唐代貴族游獵不可少的玩物，杜甫詩中有〈畫鷹〉、〈畫鶻行〉、〈義鶻行〉、〈姜楚公畫鷹

歌〉、〈王兵馬使二角鷹〉、〈見王監說白鷹黑鷹二首〉諸作。《歷代名畫記》卷 9 云：「姜皎上邽

人，善畫鷹烏，玄宗即位，累官至太常卿，封楚國公。」又云：「馮紹正開元中為戶部侍郎，

善畫鷹鶻雞雉，盡其形態，嘴眼腳爪毛彩俱妙。」 
52
謝家男婦皆沈浸詩教，宴集中常賦詩唱和。《世說新語．言語篇》：「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

女講論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灑鹽空中差可擬。』

兄女曰：『未若柳絮因風起。』公大笑樂。即公大兄無奕女，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53
謝安教謝玄要沈浸濃郁，潛移默化的儀範。《世說新語．言語篇》：「謝太傅問諸子侄：『子弟亦

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諸人莫有言者。車騎答曰：『譬如芝蘭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54
孔子談到俑的言論，如《孟子．梁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

也。」又《禮記．檀弓下》：「塗車芻靈，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靈者善，謂為俑

者不仁，殆於用人乎哉。」 
55
考古發掘所見到的俑，數量及類型甚多，有關其歷代的演變與特徵，可參見楊泓《美術考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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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墓俑的形像，與墓室壁畫上的奴婢相近，甚至一些木俑身上，還留有「奴」

字墨書，而且墓中出土的文書，也不乏買奴婢之類的資料。因此，這類木俑的身

分，當是象徵奴婢隨葬的性質。此外，一些奴婢木俑的形相和衣飾，具有胡人特

徵，說明當時的貴族擁有胡人奴婢，反映了高昌地區漢胡各族融合的密切程度。 
隨葬俑與墓室壁畫，及隨葬器物相結合，明顯看出貴族的喪葬習俗，是以隨

葬奴婢性質的木俑，以及牛車、馬、駱駝，莊園、庖廚、出行等動物器具俑像，

反映奢華的生活場面，也正是厚葬觀念的具體表現。 

一、吐魯番隨葬俑的類別 

吐魯番地區在十六國至唐代的墓葬中，出土大量隨葬的木俑和泥俑，這種現

象在新疆其它地區，甚至中原，都是少見，可說是研究雕塑史及葬俗史、社會史

的寶貴資料。 
吐魯番盆地的隨葬俑，不同於中原的陶俑、瓷俑，或三彩俑，而是雕刻的木

俑和彩塑的泥俑兩類，主要出自阿斯塔那及哈拉和卓墓地；在交河故城附近的墓

地中，也有少量發現。 

（一）木俑 

木頭雕製器物，乃是早期的藝術形式，新疆地區頗多此類考古文物。吐魯番

早期的隨葬俑，大多為木俑，其造型有人俑、虎俑、牛俑、牛車俑、馬俑、駝俑、

豬俑、鴨俑、儀仗俑、鎮墓俑等，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1）十六國時期 

此時墓葬的隨葬物中，木器製品的比例大，木俑數量也多。有木人俑、牛俑、

牛車俑、馬俑、駝俑和豬俑等。 
（2）麴氏高昌時期 

以阿斯塔那 206 號張雄墓所出木俑最有代表性。張雄死於高昌延壽十年

（633），墓室出土有男立俑十七件，女立俑二件，又有武士俑五件、木騎馬俑十

件，姿態各異，頗為生動56。 
（3）唐代西州時期 

亦以阿斯塔那 206 號張雄夫婦合葬墓出土者為代表。張雄妻麴氏死於唐垂拱

四年（688），其隨葬木俑有馬和馬夫俑、駝和駝夫俑、天王俑，和大量的舞樂、

戲弄俑等57。 

                                                                                                                                            
世紀》「下編」〈俑的世界〉，文物出版社，1997 年。 

56
參見《文物》1975 年 7 期，頁 12 圖 8；《新疆博物館》圖版 112。 

57
參見金維諾、李遇春合著〈張雄夫婦墓俑與初唐傀儡戲〉，《文物》1976 年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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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泥俑 

吐魯番地區在麴氏高昌以前，見到的泥俑不多，以阿斯塔那 177 號高昌太

守沮渠封戴墓（承平十三年，455）中出土的四件泥俑較具代表性。由於吐魯

番地質的特性，容易取得製作泥俑的材料58，是以到了武周時期，隨葬泥俑的

風氣日盛，泥俑逐漸增多。唐代西州時期，泥俑便取代木俑，成為隨葬俑的主

流。 
吐魯番隨葬俑的類型，約可分為四種： 

（1）騎俑 
騎俑較多見，約有騎士俑、襆頭騎俑、騎馬女俑等。 

（2）男女立俑 
有武士俑、襆頭男立俑、胡人泥俑、女立俑等。 

（3）戲弄俑 
有歌舞俑、舞俑、舞獅俑、舞馬俑等。 

（4）勞作俑、鎮墓俑、十二生肖俑 
有鎮墓獸、天王俑，還有馬、牛、駝、豬等動物俑，和一些器物模型等。 

二、吐魯番隨葬俑與中原俑像有密切關係 

吐魯番地區的歷代政權，除沮渠氏與吐蕃為胡人部族外，其餘的統治者，大

都是漢族59，從西晉至唐代西州時期，高昌城和交河附近的主要墓地，埋葬者絕

大部分也是漢族。因此，其喪葬習俗雖然帶有濃厚的河西地方色彩，主要還是漢

族葬俗，隨葬的木俑和泥俑型制，當然也不例外，與中原俑像有密切的關係。 
吐魯番在晉代至麴氏立國之前，隨葬俑的形態風格，與中原地區同期墓葬出

土的俑，大體相似。麴氏高昌時期，基本上並無隨葬俑，此種情形與河西地區魏

晉以來的葬俗相近。唐代西州時期，隨葬俑從木俑改為泥俑，實際上就是中原陶

俑的變種。泥俑的種類、組合、形制，乃至隨葬位置，和俑的形態變化等方面，

亦與中原地區大致雷同60。 

                                                 
58
吐魯番盆地火燄山下的紅土，因為黏性大，容易凝固，而且結實，成為塑造泥俑的良好材料。

今日該地仍然使用同樣材料，製做仿古泥俑出售。 
59
漢元帝初元元年（前 48）到晉成帝咸和二年（327），在吐魯番盆地設高昌壁；咸和二年至魏太

平真君三年（442），稱高昌郡；沮渠氏承平元年（443）到麴氏延壽十七年（640），稱高昌國。

高昌國時期的政權，計有沮渠氏十八年（422-460），闞氏三十一年（460-491），張氏五年

（491-496），馬氏三年（496-499），麴氏一四一年（499-640）。唐太宗貞觀十四年（640），滅

麴氏，設西州和高昌縣。德宗貞元七年（791），西州沒於吐蕃。 
60
武周之前的吐魯番泥俑，無論種類、組合，還是形態風格，都與長安、洛陽地區的唐高宗、中

宗和武周時期的陶俑相近。玄宗開元、天寶時期，吐魯番的泥俑形態風格，以及十二生肖俑、

勞作俑出現的時間，亦與兩京地區相差不遠。 



吐魯番墓葬文物所見社會文化現象 

 

85

伍、伏羲女媧的崇拜信仰 

傳說中，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始畫八卦以治天下，教民捕魚畜牧，

以充庖廚61；女媧鍊五色石補天，斷鼇足以立四極62。他們造福人類，因而受到

古人的頂禮膜拜。 
伏羲、女媧的傳說，曾廣泛流傳於民間，但魏晉以後的考古文物中，卻較少

見到。吐魯番阿斯塔那與哈拉和卓墓葬群中，出土了幾十幅繪在絹、麻布上，造

型奇特，富於神話色彩的伏羲、女媧圖畫63，它們的年代，多數集中在麴氏高昌

時期和唐代西州時期： 
（1）麴氏高昌時期 

如阿斯塔那 303 號墓，出有麴氏高昌和平元年（551）趙令達墓表64；阿斯

塔那 18 號墓，出有高昌王麴乾固延昌二十九年（589）資料65；阿斯塔那 48 號

墓，出有高昌王麴堅章和十一年（541）至高昌王麴乾固延昌三十六年（596）諸

文書66。 
（2）唐代西州時期 

如阿斯塔那 301 號墓，出唐太宗貞觀十七年（643）契約；302 號墓，出唐

高宗永徽四年（653）墓志67；阿斯塔那 322 號墓，出唐高宗龍朔三年（663）墓

志68。 
這些圖畫被釘懸在墓室頂，或鋪蓋在屍體上，可藉以看出當時崇拜信仰伏

羲、女媧的時代背景。至於這種圖畫的結構，據學者考論69，乃是以日、月、星

辰代表天空；伏羲、女媧位居天空中心，互相交尾，象徵始祖神的地位。伏羲持

矩，女媧持規，代表「司天規地」，有統理天下，造福人群之意。此種圖像可能

屬於旌幡之類，其作用應與帛畫相同，即在喪禮時，作為靈車的先導；入葬時，

作為隨葬品，使死者安土之用。 

                                                 
61
參見《易．繫辭下》、《淮南子．覽冥》、《白虎通．三皇》等。 

62
參見《淮南子．覽冥》、《太平御覽》卷 78「女媧氏」等。 

63
吐魯番有繪有伏羲女媧圖的墓葬，為數不少，如（1）阿斯塔那 77 號唐高宗顯慶二年（西元 657
年）墓（2）阿斯塔那 322 號唐龍朔 3 年（西元 663 年）趙海歡墓（3）阿斯塔那 43 號墓（4）
阿塔那 40 號墓（5）阿斯塔那 19 號墓（6）阿斯塔那 42 號唐永徽二年（西元 651 年）杜相墓

（7）阿斯塔那 121 號墓（8）阿斯塔那 76 號墓（9）哈拉和卓 43 號墓皆是。 
64
參見〈新疆吐魯番阿斯塔那北區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60 年 6 期。 

65
參見〈吐魯番阿斯塔那—哈拉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73 年 10 期。 

66
見《吐魯番出土文書》第三冊，P.65，文物出版社，1981 年。 

67
參見〈新疆吐魯番阿斯塔那北區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60 年 6 期。 

68
參見《文物》1962 年 7、8 期合刊。 

69
參見馮華〈記新疆新發現的絹畫伏犧女媧像〉，《文物》 1960 年 6 期、1972 年 1 期、1981 年 1
期；孟凡人〈吐魯番出土的伏羲女媧圖〉，《吐魯番古墓葬出土藝術品》，PP.10-25；趙華〈吐魯

番出土伏羲女媧絹麻布畫的藝術風格及源流〉，《吐魯番古墓葬出土藝術品》，PP.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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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伏羲女媧崇拜信仰的起源 

關於伏羲、女媧的傳說，學者通常根據古籍所載，認為起源於戰國中後期70。

但筆者以為，從出土文物考證，卻可看到更為早期的文獻。 
1983 年，河南光山縣寶相寺黃君孟墓所出的兩件人首蛇身玉飾，製作於春

秋早期，考古學者認為「或即傳說中的伏羲和女媧像」71。筆者以為，此二件玉

飾的尺寸、材質相同，為成套之作，其造型為「人首蛇身」、「一男一女」，乃是

早期伏羲、女媧的形象，應無疑義。伏羲、女媧的傳說，至少可溯自春秋之際，

而流行於兩漢時期72。 
四川成都出土的東漢伏羲、女媧畫像磚，二人並未交尾；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造於西魏之時，其覆斗形的窟頂上，畫有伏羲、女媧圖，與成都漢磚的畫像大

體相類，伏羲、女媧左右單獨分立，亦無交尾，應是保持早期形象。而徐州出土

的東漢伏羲、女媧圖，則兩尾相交，與吐魯番所見的「上身相擁，蛇尾相繞」構

圖相同，則應是後來的演化形式。 

二、中原到吐魯番的伏羲女媧圖 

伏羲、女媧的形象，早先被描述為奇特的「人首蛇身」，在史籍和傳說多有

所載73。東漢王延壽〈魯靈光殿賦〉則謂魯恭王靈光殿壁上，繪有伏羲、女媧圖，

其形狀為「伏羲鱗身，女媧蛇軀」；《玄中記》也說伏羲的形象是「龍身」，與前

說略有不同。漢代畫像磚中，出現大量伏羲、女媧圖像，西漢早期長沙馬王堆一

號墓出土的帛畫中，也有見及。東漢以後則出現伏羲、女媧「上身相擁，蛇尾相

繞」的組合形式。 
兩漢時，伏羲、女媧形像是先王廟宇、祠堂和墓室裝飾的重要繪畫題材之一，

各處都發現有刻畫伏羲、女媧形像的墓室。中原的伏羲女媧圖，畫在帛畫、壁畫、

畫像石、畫像磚和石棺上等處，不一而足。 

                                                 
70
伏羲首見於《莊子》；女媧之名，僅偶見於《楚辭‧天問篇》、《山海經‧大荒西經》、《禮記，

明堂位篇》等，大抵都記載於戰國古籍中。 
71
此兩件玉飾，考古學家依墓葬定為春秋早期，今藏河南省信陽地區文物管理委員會。圖錄收在

《中國美術全集》圖版 98，標題為「玉人首蛇身飾」。其〈圖版說明〉云：「兩件正反面飾文

略有差別。其中右圖一件，一面以陰線飾髮、眼、耳、口、鼻和有鱗蛇身；另一面飾紋相似，

唯目紋作圓圈形。左圖一件，飾紋與右圖同，唯一面以陰線紋飾圖，以剔地陽紋飾圖。兩件皆

作側身人形，耳佩圓環，似一為男性，一為女性。…《玄中記》載：『伏羲龍身，女媧蛇身。』

此兩件同出一墓，人首蛇身，形態略異，或即傳說中的伏羲和女媧像。」參見《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9《玉器》「圖版說明」P.36。 
72
伏羲與女媧從西漢初期之後，記述在《淮南子》等書，逐漸流行於世。 

73
唐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說伏羲是「蛇身人首」，有聖德；女媧也是「蛇身人首」；王逸

《楚辭‧天問》〈注〉說傳言女媧「人首蛇身，一日七十化」；《山海經‧大荒西經》說女媧的

形像是「人面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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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帛畫和壁畫言之：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74（漢惠帝二年，前 193）、三號

墓75（漢文帝十二年，前 168）出土的西漢初期 T 字形帛畫，皆人首蛇尾像，應

是較早的伏羲、女媧圖。同時期的伏羲、女媧壁畫，有洛陽所出西漢卜千秋墓的

升仙圖（前 87-前 49，昭宣帝之間）76。就畫像石和畫像磚言之：伏羲、女媧圖

的時代，主要在西漢中期至東漢之際77，此時的墓葬中，也可見及。 
至於吐魯番出土的伏羲、女媧圖，乃是漢代以來，伏羲、女媧崇拜信仰之風

的延續和發展，說明此種風尚從中原傳到河西，一直盛行不衰。但吐魯番並不流

行畫像石或畫像磚，而是使用絹、麻布的新材料，來繪製圖像。在構圖內容上，

也承襲了中原的形制，圖畫分上下兩部分，上寬而下窄，上部繪日，下部繪月，

中心畫伏羲、女媧像，上身相擁，蛇尾相繞；伏羲持矩，女媧執規。圖畫四周則

繪北斗星辰。大抵而言，與長沙馬王堆一號、三號漢墓 T 字形帛畫、山東臨沂金

雀山 9 號漢墓帛畫78、山東武梁祠的伏羲、女媧圖相近。 

陸、儒釋道思想深植民間 

吐魯番居民以漢人佔多數79，歷代政權也都和中原有密切的政治、經濟和文

化交往。《北史．西域列傳．高昌傳》云：「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

畫魯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其風俗政令，與華夏略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

胡書，有《毛詩》、《論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風俗、

婚姻、喪葬，與華夏小異而大同。」可見漢文化在吐魯番始終得到保存和發展。 
此外，吐魯番地區特有的民族結構和政治體制，也是重要的原因。雖然高昌

曾歷經匈奴沮渠氏、柔然闞伯周、高車、突厥等族的統治，但以漢族為中心的政

權，始終沒有大變化。闞氏、張氏、馬氏、麴氏等，相繼統治這一地區，他們無

                                                 
74
馬王堆一號漢墓 T 字形帛畫，上部繪天上圖像。其右上角繪一輪紅日，內畫金烏;左上角繪一

彎新月，上畫蟾蜍和玉兔。日下畫扶桑樹，樹枝間畫八個紅色圓點，應龍穿行其間，月下繪一

條與日下相對稱的應龍，龍翼上坐一赤足女子，側身仰面望月，雙手撫摸彎月。日月之間繪人

首蛇尾像，披髮危坐，側面俯視應龍翼上女子，蛇尾則蟠蜛周身。 
75
馬王堆三號墓 T 字形帛畫的天上部分，與前者的構圖大同小異。主要差別是日下扶桑樹間無紅

色圓點，月下應龍不戴女子，人首蛇尾像繪於兩條應龍頭之下部，右旁繪騎魚男子，上身裸、

回首張望，日月之間繪星辰。 
76
「升仙圖」壁畫繪於墓頂平脊上，西端繪日，內畫飛翔金烏，日外繪紅綠二色火焰紋。日之東

繪有伏羲像，其面朝向日，蛇尾上卷。東端繪蛇尾女媧像，其西繪圓月，內畫桂樹和蟾蜍，月

外繪紅綠二色光芒。它的特點是伏羲、女媧分開繪在一幅圖的兩端，伏羲在西，女媧在東，並

分別靠近日月。參見〈洛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 年 6 期。 
77
各地畫像石中的伏羲女媧圖，可參見下列資料：（l）《南陽漢代畫像石》收西漢中期至新莽時

期，東漢初到順帝時期伏羲、女媧圖 （文物出版社，1985 年）；（2）《徐州漢畫像石》收東漢

中、晚期伏羲女媧圖 （江蘇美術出版社，1985 年）；（3）《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收西漢晚期至

東漢中期左右伏羲、女媧圖 （齊魯書社，1982 年）；（4）《四川漢代畫像磚》收東漢時期伏羲、

女媧圖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年）；（5）《漢代繪畫選集》，常任俠編，收東漢晚期武

梁祠石室的伏羲、女媧圖 （朝花美術出版社，1985 年） 
78
參見〈山東臨沂金雀山九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 年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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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到漢文化的薰陶和影響。 
早期道教的發展，借用了佛教的形式，二者在民間是相融並成的；道教思想

頗為駁雜，除神仙之說以外，也包含許多儒學的觀念，有些人更是「外儒內道」。

我們可以在吐魯番文書中，看見儒釋道三家精神，同時深切影響吐魯番人民的思

想，這一點也反映了和中原地區儒釋道交雜的同樣情形。 

一、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歷來居中原文化主流，古代河西因長久處於漢人統治之下，其文化

基本上與中原並無太大差異，儒學教育相當發達80。再參照敦煌文書，《論語》

寫本約有七十件，《孝經》寫本約有二十五件，其中有些抄寫者的身份為僧徒81，

他們不僅抄佛教經典，也抄儒家典籍，更可明證儒家思想在古代河西地區的重要

性。吐魯番與河西有極為密切的地理歷史關連，中原地區的儒家學術，得以不斷

經由河西，傳到吐魯番。 
吐魯番文書中，有《論語》、《孝經》、《毛詩》等殘卷，乃是當時的學校教材。

而「隨葬衣物疏」中，也記載了《孝經》、《論語》等儒家經典，申明對過往父母

尊長祈福的孝敬觀念。這些顯示中原的儒家傳統思想，確能紮根吐魯番地區，不

僅做為日常教育的內容，也充分顯現在喪葬文化中。 

二、道教思想 

道教在漢代興起， 河西地區早在東漢晚期，已可窺見道教的跡象82。魏晉

十六國時期，河西一帶興起信奉道教的風氣，其墓葬中所出土的文物，多有道教

的題材。唐代，道教被尊為國教，邊鄙之地如敦煌、吐魯番，也都曾經流行過，

這一點在吐魯番文書中可以明顯看到。 
阿斯塔那 303 號墓有一件畫在黃紙上的道教驅鬼符籙83，圖文均用朱書。道

經中記有不少惡鬼84，而符籙正是道教做為召神斬邪除鬼之用。 

                                                                                                                                            
79
西漢以來，大批中原及陝西、甘肅的漢人，遷入吐魯番地區定居或屯田，漢文化隨之而來。 

80
東晉之時，中原文人學士湧入河西，《資治通鑑》卷 123「文帝元嘉十六年十二月」條胡《注》：

「永嘉之亂，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禮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不墜，故涼州號為多士。」

這些人大都以儒學見稱，興辦學校，事見《魏書．劉日丙傳》、《魏書．闞駰傳》、《魏書．宋繇

傳》、《晉書．宋纖傳》、《晉書．郭瑀傳》、《晉書．索襲傳》、《晉書．祁嘉傳》等。 
81
敦煌文書中，斯 1586 號《論語集解卷第二》，尾題：「沙門寶印手札也」；斯 3011 號《論語集

解》尾題：「戊寅年十一月六日，僧馬永隆手寫論語一卷之耳。」 
82
甘肅武威磨咀子 54 號墓出土一幅銘旌，上部繪有日月圖形。日內畫金烏與赤狐，月中則有玉

兔、蟾蜍。此圖像和魏晉墓壁中，畫東王公、西王母，頂上畫日月的圖像，頗為相似，殆為東

王公、西王母的雛形。參見〈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 年 12 期。 
83
「符籙」係由形狀奇特、不易辨認的文字和圖畫所構成，代表神明的誥示，或鬼神名諱，具有

神力。 
84
如〈太上三五正一蒙威籙〉第五品為「太上正一上靈百鬼召籙」，第七品為「太上正一上仙百



吐魯番墓葬文物所見社會文化現象 

 

89

又古代以青龍、白虎、朱雀、玄武，做為指示方向的星辰之名85，後來加以

神化為神祇，稱做四神，或四靈、四象86。道教將四神視為護衛之神，以壯威儀
87，故道經中常見此代表道教東西南北四方之神，做為大神的扈從，或齋醮中的

保護神。民間以四神為吉祥的守護神，時常將之做為建築、瓦當、銅鏡上的裝飾；

此外，為了替死者的靈魂祈求四神保護，因此在墓室中繪製四神的圖像。這個風

氣不僅盛行於中原，也流行於河西地區，如敦煌佛爺廟灣的晉代墓葬、嘉裕關新

城六號魏晉墓葬等處，皆出土有四神畫像磚。早期吐魯番的「隨葬衣物疏」中，

擔任見證的「時見人」，有的不但是青龍、白虎、朱雀、玄武，它們的左右前後

位置，也和道經所記載的相同88，具體反映了道教信仰的興盛現象。 
道經中的大神，也有「人面龍身」、「人面蛇身」、「牛面人身」等綜合人與動

物的形像89，與伏羲、女媧圖相同。伏羲、女媧的信仰，中原在南北朝、隋、唐

時，並不流行；但唐代的吐魯番墓葬中，卻有許多伏羲、女媧圖，應與當地民間

流行道教信仰有關。 
此外，吐魯番「隨葬衣物疏」的結尾，往往有「如律令」、「急如律令」、「急

急如律令」等道教咒語，作為鎮墓之符。按「律令」本是官府的法規命令，具有

權威性。「隨葬衣物疏」利用道教符籙術語來驅鬼，請道教神明作證，並號令冥

世鬼怪，保護墓主的財物；甚至墓主是佛弟子，其葬疏中有佛教用語者，也不例

外。顯現道教思想深刻影響當地的民間信仰，而民間佛道相融的現象，也存在於

河西地區90。 

                                                                                                                                            
鬼召籙」，記有各種鬼名。 

85
孔安國《尚書傳》：「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東方成龍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北尾；南

方成鳥形，北方成龜形，皆西首而東尾。」王充《論衡．物勢》：「東方木也，其星蒼龍也；西

方金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雀也；北方水也，其星玄武也。」 
86
劉安《淮南子．天文篇》：「東方木也，…其獸蒼龍；…南方火也，…其獸朱鳥；…西方金也，…

其獸白虎；…北方水也，…其獸玄武。」 
87
《抱朴子．雜應》提及老子的形象云：「左有十二青龍，右有二十六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

後有七十二玄武。」《雲笈七籤》卷 25〈北極七元紫庚秘訣〉：「左有青龍名孟章，右有白虎名

監兵，前有朱雀名陵光，後有玄武名執明。建節持幢，負背鐘鼓，在吾前後左右，周匝數千萬

重。」 
88
道經〈太上正一咒鬼經〉中，記天師驅鬼時的咒語云：「吾為天地師，驅逐如風雨。左手執青

龍，右手握白虎，胸前有朱雀，背上有玄武。」四靈的左右前後位置，與吐魯番文書如阿斯塔

那 1 號墓〈西涼建初十四年韓渠妻隨葬衣物疏〉、阿斯塔那 2 號墓〈北涼緣禾六年翟万隨葬衣

物疏〉等所述四靈位置，完全相同。 
89
如〈洞神八帝妙精經〉中的「中天皇」為「人面蛇身十三頭」，「中地皇」為「人面蛇身十一頭」，

「中人皇」為「人面龍身九頭」，「後天皇」和「後地皇」為「人面蛇身」，「後人皇」為「牛面

人身」。 
90
敦煌莫高窟第 249 窟，開鑿於西魏，其窟頂東披繪有龜蛇相交的玄武，南披繪有振翼飛行的白

虎，西披繪有展翅欲飛的朱雀，北披繪有昂首飛騰的青龍，做為守護四方之意。此四神的形像

與佛爺灣晉墓畫像磚相同，正是佛道融會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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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思想 

佛教經由中亞傳入中國，吐魯番為必經之地，西元四世紀到五世紀之時，此

地的佛教已經興盛了91。唐代玄奘法師途經高昌，備受國王麴文泰禮遇92，證以

吐魯番佛教石窟寺院的規模，以及墓葬文書中約有五十四件佛教寫經題記，可知

當時民眾篤信佛教思想。 
吐魯番較為後期的「隨葬衣物疏」中，少見道教術語，連「時見人」也由「青

龍、白虎、朱雀、玄武」的道教神明，改變為「張堅固」、「李定度」等特殊人名；

葬疏中多見佛教用語，如「五道」、「五戒」、「十善」93等。有些葬疏的死者，記

明為「佛弟子」，而書寫人為和尚身份者，也有數例94。和尚乃是葬禮的主持人，

葬疏的內容，則祈求神明能讓死者通過輪迴，充分顯現了佛教觀念。這些都反映

吐魯番地區在中唐時期崇信佛教，而道教逐漸衰微的史實。 

柒、結語 

自西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派張騫「鑿空」95西域，開闢了「絲綢之路」後，

漢朝的勢力與文化，大量進入古代新疆地區，加強了中原與西北邊疆的聯繫往

來，使中原和廣大河西地區，無論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交流相當頻繁，

形成緊密的依持關係，對中國歷史文化的發展，產生實質的影響作用。 
由於漢文化的影響，為新疆社會文化注入新的成分。例如自高昌壁時期以至

唐代，吐魯番的統治者和佛教倡導者，均以漢族人士為主，是以高昌佛教信仰和

佛教藝術的發展，與漢族密不可分，具有濃厚的漢文化色彩。 
又如中國墓葬中出現繪畫，可上溯至戰國時期長沙楚墓的帛畫。西漢末以至

魏晉時期，興起壁畫墓、畫像石和畫像磚墓。這些墓葬畫的題材和構圖形式，對

吐魯番地區十六國時期的墓葬畫產生深遠影響。吐魯番地區自西漢以後，長期處

於中原諸王朝的控制之下，大量漢族人自河西地區遷居此地。因此，漢人墓葬中

出現的壁畫題材和構圖形式，與河西地區魏晉壁畫墓有很深的關係。從總體上

                                                 
91
《出三藏記集》卷 8〈摩訶波羅蜜經抄序〉、《晉書．苻堅傳》皆載及車師前王國以佛教為國教，

有梵本《大般若經》，獻給苻秦國師。四世紀末至五世紀時，高昌地區流行佛教譯經風氣，見

載於《出三藏記集》卷 2、《高僧傳》等處，可知當時高昌佛法的興盛。 
92
參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93
阿斯塔那 170 號墓〈高昌章和十三年孝姿隨葬衣物疏〉：「比丘果願敬移五道大神，佛弟子孝姿

持佛五戒，專修十善，以此月六日物故逕（經）涉五道，任意所適。」 
94
隨葬衣物疏中，記明主持葬禮為比丘身份者，如阿斯塔那 170 號墓〈高昌章和十三年孝姿隨葬

衣物疏〉中的「比丘果願」、阿斯塔那 169 號墓〈高昌建昌四年張孝章隨葬衣物疏〉的「禪師

法林」、阿斯塔那 313 號墓〈高昌章和十八年缺名隨葬衣物疏〉的「大德法師惠鴈」、阿斯塔那

23 號墓〈高昌延和四年某甲隨葬衣物疏〉的「比丘南光」等。 
95
「鑿空」，開通之意。《史記‧大宛傳》：「張騫鑿空。」裴駰《集解》：「蘇林曰：鑿空，開通也。

騫始開通西域道。」司馬貞《索隱》：「謂西域顯阨，本無道路，今鑿空而通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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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吐魯番十六國時期墓葬壁畫，與中原及河西地區同期墓葬壁畫相比，仍同屬

一個範疇。這種共性乃是在當時大致相似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上，所產生

出來的的時代特徵。 
再如吐魯番墓葬中所出的大量漢文文書和碑刻墓志，不僅有助於研究古代新

疆歷史文化，乃至於在考探漢字字體和書法藝術上，也是重要的文獻。 
總言之，吐魯番地區位居中原和西域之間，正是絲路東段的樞紐地帶。當地

的考古文獻資料，不僅可藉以瞭解古代新疆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不同民族的融

合情形，還反映了絲路貿易的繁榮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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